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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在中央一号

文件等政策的持续引领下，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量稳步

增长。据统计，2025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 14 298 亿

斤，再创历史新高①。我国粮食产量在取得可喜成就

的同时，仍面临着保障粮食安全的风险压力。农村劳

动力老龄化持续加剧诱致农业生产模式发生变迁，放

大了粮食供需失衡的风险；同时，随着工业化与城镇

化的持续推进，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不断下降，农户更

容易在成本 — 收益权衡下做出土地弃耕的决策，耕地

非粮化现象也时有发生 [1]。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耕地面积相对于二次调查减少了752.31万hm2，其

中，747 万 hm2 净流向林地和园地②，守住 18 亿亩耕地

红线的压力持续存在。为此，政府出台多项政策坚决

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指出

必须将有限的耕地资源优先用于粮食生产。2026 年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制度，稳妥

有序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全方

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可见，遏制耕地非粮化与保障

粮食安全密不可分，非粮化的治理已演变成为一个亟

须破解的现实难题。

耕地非粮化的成因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是多

尺度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关于非粮化驱动因素的

探讨，已有研究从自然资源禀赋（气候 [2]、耕地质量与

自然灾害 [3]）、农户经营特征（农户分化 [4]、劳动力约 

束 [5]）、社会经济发育条件（农地流转 [6]、工商资本 [7]）、

农业政策（农业补贴 [8]、农业社会化服务 [9]）等方面进

行了探讨。以上研究为探究耕地非粮化成因的深层

逻辑提供了有益参考，然而却普遍忽略了作为连接国

家与农户桥梁的村庄对耕地非粮化的治理作用。理

论上，村庄作为基层治理单元，其组织化水平关系到

政策执行效率、资源整合能力与农户种植行为，理应

对耕地种植结构选择产生影响，但现有关于村庄组化

程度对农户行为决策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抛荒 [10]、

doi: 10.11994/zgtdkx.20260407.085701

村庄组织化程度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来自CRRS的证据

徐定德1，2，李  想1，李瑞盛1，王  宾3

（1.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2.国家粮食安全与天府粮仓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1130；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研究目的：探析村庄组织化程度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政府治理耕地非粮化提供政策参

考。研究方法：基于 2022 年 CRRS 村庄及家庭层面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村庄组织化程度对

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1）村庄组织化程度会显著抑制耕地非粮化，且

村庄组织化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粮食种植比例平均上升 2.647。（2）村庄组织化程度通过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社

会化服务规模经营两条路径抑制耕地非粮化。（3）村庄组织化程度的非粮化抑制效应在小农户、非平原地区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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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创业 [11]、工商资本嵌入 [12]、农地经营权流转 [13] 等

方面，还未有研究聚焦其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在粮

食安全日益重要的当下，厘清村庄组织化程度与耕地

非粮化的内在影响逻辑，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推动

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利用 2022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

查数据，从成本 — 收益理论视角切入，利用 2SLS 等

模型系统剖析村庄组织化程度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及其作用机理。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聚焦村

庄组织化程度这一关键治理变量，构建“村庄组织化

程度 —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 社会化服务规模经营 —

耕地非粮化”的分析框架，并实证剖析了村庄组织化

程度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第二，加

深对村庄组织化程度的理解，精细识别正式组织与

非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差异化

约束机制，为村庄内部的治理逻辑提供新的经验证

据。第三，采用 CRRS 大样本调查数据，将“藏粮于

地”这一国家战略置于坚实的微观事实基础之上，为

政府耕地非粮化治理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决

策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村庄组织化程度对耕地非粮化的直接影响

在分析村庄组织化程度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之

前，首先需要明确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在生产过程和

经营逻辑上存在的显著差异，以及村庄组织化程度所

代表的治理能力差异。这是村庄组织化程度影响耕

地非粮化的逻辑起点。

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在生产过程和经营逻辑上

存在显著差异。从生产过程看，粮食作物具有生产

周期稳定、机械化适用性强等特点，天然适合规模化

经营。相较而言，经济作物的生产周期更灵活，但精

细复杂的田间管理环节使得其劳动与资本密集度更

高。上述生产过程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两者经营逻辑

的不同：粮食作物属于土地密集型，低风险低收益，

其利润源于大规模经营摊薄固定成本 [14]，经营核心在

于成本控制；而经济作物属于劳动力密集型，高风险

高收益，需通过精耕细作和资本投入应对市场风险，

因此其经营核心侧重于风险管理与价值发现 [15]。由

于二者在生产过程与经营逻辑存在根本差异，意味着

农户的种植结构不仅受个体资源禀赋影响，其本质上

更是一个成本 — 收益权衡的过程。一方面，对种植

粮食作物的农户来说，往往面临着较高的土地流转成

本与农技推广成本等，这固化了小农经营的分散性与

脆弱性。此时，高组织化的村组织可从中介入，通过

统一土地流转、提供社会化服务等，将不经济的个体

行为转化为具有规模效益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种

植经济作物的农户可能面临着旺季雇佣劳动力、市场

信息脱节的风险。此时，村庄组织则扮演着协调用工

需求、搭建市场桥梁的角色，通过对接市场、统销统购

等方式，平抑价格波动，降低个体农户独自面对市场

的不确定性。

上述由作物属性差异所引致的交易成本与市场

风险，单靠分散的农户难以克服，构成了村庄组织介

入治理耕地非粮化的逻辑起点。村庄作为乡村社会

的基层组织，它不仅是依据行政规则设立的正式组

织，代为行使农地集体所有权并监督农户行为，更是

基于血缘、地缘与共同信仰形成的“熟人社会”共同

体，依赖非正式的规则、权威与网络来协调内部行动

和维系社会秩序。这种正式治理职能与非正式社会

资本的相互嵌套融合，共同构成了村庄组织化运作的

基础，并深刻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决策。

村庄一般由正式组织（如村民委员会、经济组织）

和非正式组织（如宗教组织、民族群体）构成。因此，

本文把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参与村庄的严密程度

和治理结构称为村庄的组织化程度，具体包括正式组

织与非正式组织参与村庄的经营性活动、农业生产活

动、政治性活动和日常社会管理活动中的组织能力和

自我运转能力 [10]。一般来说，村庄组织化程度高意

味着村庄内部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能够更有效

地协调成员之间的行为，维护村庄基本的生产生活秩

序。Mattingly[16] 的研究表明，组织化程度更高的村庄

在提供公共设施和争取征地补偿时比其他村庄更有

谈判优势。冯国强等发现村庄组织化程度对耕地抛

荒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10]。由此可见，村庄组织化程

度越高，其越能凭借集体意志、契约执行能力提升谈

判优势，降低交易成本。需要指出的是，村庄组织化

程度对个体种植行为的规范作用，并不仅限于经济理

性，也深深植根于乡村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土壤。正式

的村庄组织通过制度规范为集体行动提供合法权威；

而非正式组织则通过共享的社会规范塑造了隐性文

化约束 [17]。农户的种植决策不仅基于个体成本收益，

更是在特定社会文化中被引导和约束的结果。因此，

提出如下假说：



   中国土地科学   2026 年 6 月   第 6 期50

H1：村庄组织化程度对农户粮食种植产生正向

影响，即村庄组织化程度越高，越能抑制耕地非粮化。

1.2	 村庄组织化程度对耕地非粮化的间接影响

上文探讨了村庄组织化程度对耕地非粮化的直

接影响。然而，粮食生产面临土地约束与规模不经济

两大核心问题，而高水平的村庄组织化可通过协调推

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与“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经

营”去缓解这些约束（图 1）。具体理论机制如下：

村庄组织化程度通过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抑

制耕地非粮化。在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经营制

度下，土地按人均分配易导致细碎化，农户自发流转

面临较高的谈判成本 [18]。根据交易成本理论，村庄组

织凭借其自身优势充当土地整合中介，正式组织通过

统一规划与契约监督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19]，而非正

式组织凭借地方性知识与人情规范化解协调难题，降

低关系性交易成本，共同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

件，进而抑制非粮化倾向：粮食生产具有典型的土地

密集型特征，经营规模的扩大摊薄了单位固定成本，

提升粮食种植的利润空间，激励经营主体提高粮食种

植比例 [20]。然而经营规模的扩大，也伴随着劳动力成

本与管理复杂度上升。粮食作物因其标准化水平高，

理性的生产者会将土地、资本等要素从劳动密集型的

经济作物转向更易实现机械化、单位边际成本更低的

粮食作物，进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 [21]。

村庄组织化程度通过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

经营抑制耕地非粮化。根据要素替代与专业化分工理

论，村庄组织作为联结小农户与社会化服务市场的载

体，其作用是聚合需求、改善农田设施降低履约成本，

还在于构建信任机制以降低采纳风险。正式组织以其

组织信用提供担保，建立制度性信任；而基于亲友邻

里、种植能手构成的非正式网络，通过口碑效应传播

信息与技术示范，形成社会性信任。由此促进农业社

会化服务实现规模供给。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进一

步巩固了粮食作物在机械化适配性与生产外包方面的

比较优势 [22]。当面临劳动力供给刚性约束时 [23]，粮食

生产因其作业标准化高、监督成本低、规模效应显著，

更易实现机械对劳动力的有效替代。同时，社会化服

务组织通过技术传递，降低农户采用粮食生产新技术

的门槛与风险，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从而推动耕地利

用向粮食生产集中 [24]。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H2：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在村庄组织化程度抑制

耕地非粮化中发挥中介效应，即村庄组织化程度越

高，越能通过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降低耕地非粮化

比例。

H3：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经营在村庄组织化程

度抑制耕地非粮化中发挥中介效应，即村庄组织化程

度越高，越能通过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经营降低

耕地非粮化比例。

1.3	 村庄组织化程度对耕地非粮化影响的异质性

在粮食生产的实际过程中，村庄组织化程度对非

粮化的治理效能，会因经营规模、地形的不同而存在

差异。

1.3.1  经营规模的异质性影响

由于农户经营规模的差异，村庄组织化程度对

耕地非粮化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小农户的生产决策

遵循“有限理性下的收益优先”逻辑。为追求更高收

入，农户更倾向于将有限的耕地资源投向单位收益更

高的经济作物，但也伴随着技术、市场与劳动力成本

风险。此时，村庄组织通过提供社会化服务与技术信

息等方式降低粮食综合成本与不确定性，促进小农户

的粮食种植行为。相比之下，规模户的决策更多遵循

“规模经济与要素替代”逻辑。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

图1 村庄组织化程度影响耕地非粮化的逻辑示意图

Fig.1  The logical pattern that village organization degree affects the non-grain use of cultivated land

注：“+” “-”分别表示促进、抑制作用。

正式组织

非正式组织

+

+

-

-

规模异质性

异质性分析

直接影响

间接影响
农业社会化服务

地形异质性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耕
地
非
粮
化

村
庄
组
织
化
程
度

村庄组织



51徐定德等：村庄组织化程度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 来自 CRRS 的证据

扩大，粮食作物因其比较优势，单位生产成本随规模

扩大而递减的效应更加明显 [25]，因此，规模户基于成

本收益比较往往自发倾向于粮食生产。

H4：与规模户相比，村庄组织化程度对小农户耕

地非粮化行为抑制作用更强。

1.3.2  地形条件的异质性影响

由于受地形条件制约，村庄组织化程度对耕地非

粮化的抑制效应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一方面，在

平原地区，开阔平整的地貌天然适配粮食作物的机械

化规模经营。在此条件下，追求规模效益的市场资本

在利润驱动下主动流转土地、集约经营，通过“地租效

应”与专业化生产自发抑制耕地抛荒与非粮化 [13]。相

反，非平原地区受制于耕地细碎化、坡度及交通梗阻，

资本经营成本激增，导致土地流通市场发展不充分，

故而更需要村庄组织通过集体行动弥补市场不足，抑

制其非粮化行为。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H5：与平原地区相比，村庄组织化程度对非平原

地区耕地非粮化行为抑制作用更强。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借助 2022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

（CRRS）数据评估村庄组化程度对耕地非粮化的影

响。CRRS 内容涵盖广泛，包括农村人口与劳动力结

构、产业结构、农民经济收支与社会福祉、居民消费习

惯、乡村治理方式及农村综合改革等。

在样本设计上，CRRS 采用系统分层随机抽样，以

确保样本对全国农村地区具有高度的代表性。首先，

依据综合经济水平、地理区位和农业发展状况，抽取

广东、浙江、山东、安徽、河南、黑龙江、贵州、四川、陕

西与宁夏 10 个省（区）作为样本区域。其次，遵循地

理空间均匀分布的原则，根据县（市、区）经济发展水

平，采用等距抽样法从每个样本省中抽取 5 个县（市、

区）纳入抽样；随后，在每个样本县内依据经济发展

水平，随机抽取 3~4 个乡镇；在每个样本乡镇内，再分

别选取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和较差的行政村各 1 个。最

后，在村庄层面依据村委会提供的户籍清单，采用等

距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12~14 个农户进行入户访谈，并

预留备选样本。经数据清理，共获取 304 份村庄数据

和 3 709 份农户调查数据用于后续分析。

2.2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粮食种植比例。本文借鉴仇童

伟等 [24] 的研究，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总

面积的比重衡量粮食种植比例。

（2）解释变量：村庄组织化程度。本文参照冯国

强等 [10] 关于村庄组织化程度的指标设定，从正式组织

与非正式组织两个维度进行测度。其中，正式组织的

组织化程度主要从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生

产活动等选取指标进行测度，非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

度主要从宗族网络、宗教活动、民族联系、非正式权力

等进行测度。各指标的具体分类标准与判定依据详

见表 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在我国农村

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的交织关系是在长期复杂的历史

进程中形成的。村民委员会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依

托确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可以行使

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集体资产的职能 [26]。此外，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也为村庄治理与经济发展

注入了新的支持要素。因此，活跃的经济组织以及村

委会的财政自主性，代表着村庄调动经济资源的能

力。这可以整合分散的耕地，推动组织化、规模化流

转，更好地发挥村集体监督流转后的土地用途，约束

非粮种植行为 [27]。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最广泛的实践形式之

一，村民自治是通过民主选举与民主监督等产生的村

委会代表村民对村庄事务进行管理，是健全乡村治理

体系的基础 [28]。此外，村庄党组织成为乡村社会的权

力主体，是村庄民主建设的领导力量 [29]。一般来说，

党员覆盖程度越高，越能驱动村庄正式组织实现较高

程度的自主运转。村民自治的规范程度与党组织的

覆盖程度共同影响着耕地保护政策在村庄层面的执

行力度。

社会组织是社会活动从自发零散走向有序规范

的关键载体，但无活动场所，社会组织的活动可能因

“落地难”而流于形式。因此活动场所是社会活动的

物理载体，直接影响着组织活动的落地。社会组织的

实体化与规范化可促进农户间的信息交流与技术扩

散，推动粮食生产。

小型水利工程作为农村典型的公共事务之一，其

治理过程本质上是村庄成员围绕水资源分配、设施维

护等形成的协作行为 [30]。正式组织通过资源依赖促

使农户形成协作网络，延伸到生产领域，降低交易成

本。土壤改良的实施需要集中化技术投入与持续性

维护，推动建立稳定的权责分配与执行体系；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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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的应用则往往依赖统一的技术推广、技能培

训，这些环节共同塑造着村庄在生产领域的制度化协

作能力。

参考许恒周等 [11] 的研究，非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

度通过宗族网络、宗教认同、民族联系、非正式权力衡

量。以宗族网络、乡贤理事会等为载体的非正式组织

通过社会规范约束、社会信任以及身份认同等构成调

节耕地利用的社会性基础 [17]。

同时，利用熵值法进行变量测度，其作为一种客

观赋权法，不依赖主观判断，能够有效避免人为因素

的干扰，使得评价结果更加科学合理。

（3）中介变量：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与农业社会化

服务规模经营。借鉴程名望等 [18,31] 的研究，土地适度

规模经营采取家庭承包地面积取对数来表征；参考

杨青等 [9,32] 的研究，本文用农户是否购买社会化服务

表征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经营，若购买赋值为 1，否

则为 0。

（4）控制变量：参考罗必良等 [10,33] 的研究，从户主

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选取控制变量。其中，户主

特征包括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政治面貌等；

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规模、家庭人均收入、村干部

家庭等；村庄特征包括村庄经济水平、交通水平、地

势、区位、村党会议次数、村庄规划等。同时 , 生成地

区虚拟变量以控制地区差异。

（5）工具变量：区域内其他省村庄组织化程度均

值。为缓解遗漏变量与反向因果引致的估计偏误，本

文借鉴杜凤君等 [12] 的研究，将样本地区划分为东中西

三大区域，选取区域内其他省村庄组织化程度均值作

为工具变量。主要出于以下考虑：同一区域内的省份

面临着相似的政策与发展环境，这为乡村治理与组织

化建设的区域间学习、模仿提供了基础，理论上与核

心解释变量存在相关性；另一方面，我国的农业生产

决策高度依赖本地条件，主要受本省及以下层级的政

策与市场约束，其他省份的村庄组织建设，难以跨越

行政边界直接影响本省农户的种植行为，该变量理论

上满足排他性约束。各研究变量的定义、赋值及描述

性统计结果详见表 2。

2.3	 模型设定

（1）基准模型设定。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连

续变量，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考察村庄组

织化程度对农户粮食种植行为的影响。为解决研究

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选择区域内其他省村庄组织化程

度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利用 2SLS 对其进行估计，具体

表达式如下：

GRPR RO Con0 1 2i i i i= + + +a a a f 	 （1）

式（1）中：GRPRi 表示粮食种植比例；ROi 表示村庄的

表1 村庄组织化程度的指标设置及其判断方法

Tab.1  Indicator setting and judgment method for village organization degree

类别 分类标准 权重 判断标准 判断依据

正式组织的组

织化程度

经济活动 0.035 2 三个答案至少有两个“是” 本村是否新成立集体经济组织

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支出中经营性支出和公益性支出是否过半

本村是否有金融服务工作站

政治活动 0.047 1 三个答案至少有两个“是” 参与投票的选民人数是否过半

对本村的重大事项进行监督的人数是否过半

党员人数是否在 50 人以上

社会活动 0.039 8 两个答案同时为“是” 本村是否存在社会组织

本村是否有社会活动场所

生产活动 0.271 1 三个答案至少有两个“是” 本村是否实行土壤改良

本村是否有农村小型水利工程

本村是否应用现代农业技术

非正式组织的

组织化程度

宗族网络 0.106 7 两个答案至少有一个“是” 本村是否举办过以姓氏、宗亲为纽带的聚会或祭祀活动

本村是否有红白喜事理事会或乡贤理事会

宗教认同 0.108 7 答案为“是” 是否具有宗教信仰

民族联系 0.203 2 两个答案至少有一个为“是” 本村是否有少数民族

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是否过半

非正式权力 0.188 2 答案为“是” 是否存在非正式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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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化程度；Coni 表示以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村庄

特征为主的控制变量；α0 为常数项； if 为随机扰动项；

α1 与α2 为回归系数。

（2）中介效应模型。为深入探究村庄组织化程度

影响粮食种植行为的作用路径，借鉴温忠麟等 [34] 的研

究，运用中介效应展开实证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M RO Con0 1 2 1i i i i= + + +b b b i 	 （2）

GRPR M RO Con0 1 2 3 2i i i i i= + + + +c c c c i 	 （3）

式（2）— 式（3）中：Mi 为中介变量，即土地适度规模经

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经营； 0b 与 0c 为常数项； 1b、 

2b 和 1c 、 2c 、 3c 表示回归系数；θ i1 与 θ i2 为随机扰

动项。

3	 实证结果

3.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显示的是村庄组织化程度对粮食种植的影响

回归结果。回归分析前先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

验，结果显示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 5，表

明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列（1）— 列（4）

以逐级添加控制变量的方式汇报了普通最小二乘法

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回归系数在 1% 的显著水平为

正，这表明村庄组织化程度越高，农户越可能从事粮

食生产。为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 2SLS

模型进行两阶段估计，结果如列（5）所示，村庄组织化

程度在 1% 水平上显著促进农户粮食种植，且所选择

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在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村庄组织化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粮食

种植比例平均上升 2.647。H1 得以验证。

3.2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两种不同方

式进行验证，如表 4 所示。一是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即以村庄组织化程度（加和法取对数）重新定义村庄

组织化程度。列（1）表明村庄组织化程度（加和法取对

数）会显著抑制耕地非粮化。二是更换被解释变量，

即以粮食种植决策重新定义粮食种植比例。列（2）估

计系数依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两项检验结果

均与基准结论一致，验证了模型结果的可靠性与稳

健性。

3.3	 机制分析

本文主要通过中介效应模型验证村庄组织化程

度对耕地非粮化的作用机制，结果见表 5。表 5 列（1）

和列（3）汇报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在村庄组织化程度

与耕地非粮化的中介效应。村庄组织化程度与土地

适度规模经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村庄组织化程度

表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2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粮食种植比例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 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0.493 0.461

解释变量 村庄组织化程度 利用熵值法求得 0.312 0.171

中介变量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家庭承包地面积，取对数 1.897 1.031

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经营 是否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1= 是；0 = 否） 0.502 0.500

控制变量

年龄 户主年龄 / 岁 44.274 21.728

性别 户主性别（1= 男；0 = 女） 0.517 0.500

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年限 /a 7.926 4.283

政治面貌 户主政治面貌（1= 中共党员；0 = 群众） 0.119 0.324

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人口数量 / 人 4.193 1.859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人均年收入，取对数 9.103 1.879

村干部家庭 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1= 是；0= 否） 0.116 0.320

村庄经济水平 是否列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1= 是；0= 否） 0.332 0.471

村庄交通水平 村委会距县政府距离 /km，取对数 2.924 0.772

村庄地势 村庄地势特征（1= 平原；2= 丘陵；3= 山区） 1.921 0.838

村庄区位 村庄是否为郊区（1= 是；0= 否） 0.183 0.387

村党会议次数 去年召开村级党组织支委会会议 / 次 15.977 11.149

村庄规划 本村是否编制村庄规划（1= 是；0= 否） 0.798 0.402

工具变量 区域内其他省村庄组织化程度 同一区域内其他省村庄组织化程度均值 0.313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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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更易于通过规模化生产降低粮食种植成本、实

现规模效益，进而抑制耕地非粮化。假说 H2 得证。

表 5 列（2）和列（4）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在村庄组织化程

度与耕地非粮化间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较高的村

庄组织化程度能显著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可获得

性，且粮食作物生产因作业环节标准化高、机械适配

表3 村庄组织化程度对粮食种植的影响

Tab.3  The influence of  village organization degree on grain cultivation

变量
普通最小二乘法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1） （2） （3） （4） （5）

村庄组织化程度 0.120***（0.043） 0.112***（0.043） 0.112***（0.043） 0.143***（0.042） 2.647***（0.537）

年龄 -0.001**（0.000） -0.001**（0.000） -0.001**（0.000） -0.000（0.001）

性别 0.005（0.015） 0.003（0.015） 0.000（0.015） 0.012（0.021）

受教育程度 -0.006***（0.002） -0.004**（0.002） -0.003*（0.002） 0.001（0.003）

政治面貌 -0.050**（0.025） -0.038（0.025） -0.030（0.024） -0.091**（0.036）

家庭人口规模 0.001（0.005） 0.006（0.004） -0.006（0.006）

家庭人均收入 -0.027***（0.004） -0.022***（0.004） -0.027***（0.005）

村干部家庭 -0.027（0.024） -0.035（0.023） -0.006（0.034）

村庄经济水平 0.066***（0.016） -0.006（0.026）

村庄交通水平 0.030***（0.011） 0.010（0.014）

村庄地势 -0.041***（0.009） -0.110***（0.019）

村庄郊区 -0.121***（0.020） -0.110***（0.025）

村党会议次数 -0.004***（0.001） -0.009***（0.001）

村庄规划 -0.186***（0.019） -0.198***（0.025）

常数项 0.456***（0.016） 0.545***（0.029） 0.775***（0.054） 0.903***（0.063） 0.455***（0.132）

地区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65.8022   

DWH 检验（P 值）  0.0000

chi2 244.293

N 3 709 3 709 3 709 3 709 3 709

注：表中系数为平均边际效应；括号内数字为家庭层面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表4 稳健性检验

Tab.4  Robustness test

变量
（1）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2）更换被解释变量

粮食种植比例 粮食种植决策

村庄组织化程度

（加和法取对数）

0.056***（0.018）

村庄组织化程度 0.502***（0.128）

控制变量 Yes Yes

地区变量 Yes Yes

常数项 0.862***（0.067） 1.157***（0.196）

chi2 268.649

N 3 709 3 709

表5 机制分析

Tab.5  Mechanism analysis

变量

土地适度

规模经营

农业社会化服

务规模经营
粮食种植比例

（1） （2） （3） （4）

村庄组织化程

度

0.749***

（0.195）

0.227*

（0.127）

0.120***

（0.040）

0.084***

（0.030）

土地适度规模

经营

0.154***

（0.007）

农业社会化服

务规模经营

0.729***

（0.01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区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1.563***

（0.353）

1.355***

（0.189）

0.575***

（0.063）

0.172***

（0.041）

chi2 58.160 292.219

N 3 709 3 709 3 709 3 709

性强，更易实现劳动力替代与成本节约，从而抑制耕

地非粮化。假说 H3 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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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异质性分析

3.4.1  经营规模异质性

村庄组织化程度对农户粮食种植的影响可能因

经营主体的规模差异而呈现异质性。不同规模主体

在要素禀赋、发展目标与风险态度上的差异可能会

使其做出截然不同的种植决策。借鉴徐志刚等 [35] 的

研究，以乡镇农户平均经营规模的三倍值为标准，将

样本区分为规模户与小农户。表 6 列（1）— 列（2）显

示，当经营主体为小农户时，村庄组织化程度会显著

抑制耕地非粮化；而对规模户影响不显著。可能的

原因是：小农户在粮食生产中常面临高昂的市场成

本，村庄组织通过提供统一社会化服务，降低小农

户粮食生产综合成本，扩大种粮意愿。此外，强有

力的村庄组织更有助于落实粮食生产政策与种植规

划，对小农户形成软约束与正面激励。相反，规模

户大多已具备较强的资本、技术和市场谈判能力，

对村庄组织依赖度低。基于成本收益比较往往会自

发选择粮食种植，因而并不显著。假说 H4 得证。

3.4.2  地形异质性

基于我国地形地貌复杂、耕地分布不均衡的客观

现实，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村庄组织化程度对耕地非粮

化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形差异。表 6 列（3）— 列（4）结

果表明在非平原地区，村庄组织化程度的影响系数显

著为正，而平原地区却显著为负。这可能是由于非平

原地区农业生产面临天然的规模不经济，村庄组织通

过整合协调地块整合、统一设施管护、集体防灾减损

等应对地形引致的额外成本，使粮食种植成为更可行

的选择。而平原地区，优越的先天条件使农户更易实

现个体层面的规模经济，因此村庄组织所提供的边际

效益有限。假说 H5 得证。

3.5	 进一步分析

较高的村庄组织化程度能有效抑制耕地非粮化

行为，但其背后的主导作用是正式组织的行政干预，

还是村庄内非正式规范的内在约束？为厘清这一问

题，本文对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做进

一步检验，结果见表 7。表 7 显示，村庄非正式组织的

组织化程度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民粮食种

植，而村庄正式组织却不显著。这恰印证中国乡村社

会“双轨政治”的治理底色及“差序格局”下礼治秩序

的持久影响力 [36]。其内在逻辑在于，非正式规范通过

人情、面子与声望等社会资本，在紧密的社会网络中

形成持续而低成本的软约束，进而引导农户的种植选

择。相比之下，正式组织所依托的“法理权力”在介

入高度关系化的农业种植决策时，往往面临信息不对

称、执行成本高昂与乡土情境不匹配的困境，因而其

独立影响不显著。

表6 异质性分析

Tab.6  Heterogeneity analysis

变量
经营规模 地形

（1）小农户 （2）规模户 （3）平原 （4）非平原

村庄组织化程

度

2.923***

（0.606）

0.177

（1.005）

-2.408***

（0.737）

16.522*

（9.13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区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398***

（0.143）

1.555***

（0.370）

1.055***

（0.208）

-1.290

（1.347）

组间差异（P 值） 0.000*** 0.000***

chi2 212.404 61.169 79.201 13.825

N 3 485 224 1 458 2 251

注：估计系数组间差异的 P 值采用邹检验得出。

表7 正式与非正式组织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分析

Tab.7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formal and informal 
organizations on the non-grain use of cultivated land

   变量 正式组织 非正式组织

组织化程度 0.115（0.075） 0.166***（0.055）

控制变量 Yes Yes

地区变量 Yes Yes

常数项 0.915***（0.063） 0.918***（0.063）

N 3 709 3 709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 2022 年 CRRS 的 3 709 份微观数据，运

用 2SLS 等模型系统评估了村庄组织化程度对耕地非

粮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村庄组织化程

度会显著抑制耕地非粮化，且村庄组织化程度每增加

一个单位，粮食种植比例平均上升 2.647。机制分析

表明，村庄组织化程度通过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

社会化服务规模经营双重路径抑制耕地非粮化。异

质性分析表明，村庄组织化程度的非粮化抑制效应在

小农户、非平原地区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村庄

非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显著正向抑制耕地非粮化，

依托“熟人社会”网络等非正式约束，比依靠行政干预

的正式组织更能有效嵌入农户生产决策，进而促进耕

地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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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分类引导村庄组织建设，实现正式组织与

非正式组织的功能互补。一方面，提高村庄正式组织

的组织化程度，优化村两委等正式组织的统筹能力，

实施“村级耕地保护与绩效”相挂钩，以此校正正式组

织的核心激励。另一方面，激发非正式组织的内生动

力，地方政府可通过服务授权，委托农民合作社、种植

协会等非正式组织发挥良种推广、乡土农机服务等职

能，使其社会资本转化为规范的服务能力。

第二，以村庄组织为核心，推进土地资源的优化

配置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体系化建设。 一方面，发挥

村庄组织在土地整合与利益联结中的作用。支持村

庄组织协调农户土地流转，引导零散耕地向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集中，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降低非粮化倾向；

同时，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创新“组织 + 农户”的联

农模式，通过生产托管、入股分红等建立稳定长效的

利益联结机制。另一方面，增强村庄组织在生产性服

务的整合与供给能力。鼓励村庄组织搭建村级服务

集成中心，整合农机、技术、购销等资源，为农户提供

服务，并牵头对接片区化粮食订单，降低农户种粮的

市场风险。

第三，实施差异化干预策略，因地制宜。对于地

形复杂的丘陵山区，通过专项资金倾斜，支持村庄组织

开展“小块并大块”耕地整合、适用性农机推广等，加

强对粮食作物的产销衔接服务，着力缓解地形带来的

规模不经济问题。对于耕地集中的平原地区，进一步

明确村级组织在耕地用途监督（推行耕地保护网格员

等）、土地流转合约备案与动态核查、粮食补贴与实际

种粮情况挂钩，以制度化手段防范流转中可能出现的

“非粮化”投机行为。对于小农户，村庄组织可提供代

耕代管、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等，帮助掌握节水节肥、

绿色防控等技术，增强从事粮食生产的能力与意愿；

对于规模户，在尊重其经营自主权的前提下，通过提供

长期信贷、农业保险补贴等支持，提高粮食生产的综合

效益与稳定性，引导其将规模优势转化为产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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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Village Organization Degree on the Non-grain Use of 
Cultivated Land: Evidence from CRRS

Xu Dingde1,2, Li Xiang1, Li Ruisheng1, Wang Bin3

（1. College of Management,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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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village organization degree on the non-grain us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governing non-grain use of cultivated l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as follows. Based on the 2022 CRRS micro-survey data at the village and household levels, 

the two-stage least square model was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village organization degree on non-grain 

us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was used to test its mechanism.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egree of village organization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non-grain us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grain planting 

ratio increases by 2.647 on average for every unit increase in village organization degree. 2） The degree of village 

organization is affected through two paths, i.e., moderate scale land operation and large scale operation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s, to curb the non-grain use of cultivated land. 3）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non-grain use of cultivated 

land on village organization degree is more significant in small scale farmers and non-plain areas. 4） The degree of 

organization of village informal organizations i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hibiting the non-grain use of cultivated land. 

In conclusion, the degree of village organization should be enhanced, the moderate scale operation of land and the large 

scale operation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s should be promoted, and differentiated intervention polici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establish a long term mechanism for the governance of non-grain use of cultivated land.

Key words: village organization degree; non-grain use of cultivated land; moderate scale and operation;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 scal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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